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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和谐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中国人传播活动的一种普遍理论。以九个概念（包括 
“仁”、“义”、“礼”、“时”、“位”、“幾”、“关系”、“面子”和“权力”）为基础，文中

共总结了 4 个假设、23 条原理和 23 条定律。这些概念的功能作用和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将

连续性带入不停变化的中国人传播活动过程。希望这一理论可以成为一面镜子，反映出跨文化传播过程

中的潜在问题，并为外国人与中国人进行交流时实现跨文化理解提供良好的机会。[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09; 5(2): 9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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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学科的大量研究显示，文化和传播之间具有一种互相依赖和相辅相成的关系（Becker，
1986；Chen，1995a；Gudykunst 和 Nishida，1984；Harnett 和 Cummings，1980；Hofstede，1980；
Nakanishi，1987）。Chen 和 Starosta（1998a）认为，当传播作为文化的媒介而发挥作用时，我们应该

说什么、在哪儿说、怎么说就会受到文化的约束。因此，文化不仅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同时也会在我

们的传播方式中得到体现。 
学者们深入地考察了文化对传播行为的影响。比如 Hsu（1953）发现，在交流中，美国人倾向于

以个人为中心、展示个人情感，而中国人更易于以情境为中心、约束个人情感。Ma（1990，1992）也

在其报告中说，和北美人相比，中国人不易直白地在传播过程中显示自己的情感。此外，各种研究不

断指出：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传播方式上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人更倾向于避免对抗和直接的传播

（Lindin，1974；Schneider，1985；Wolfson 和 Pearce，1983；Yang，1978）。最后，Gudykunst 和

Ting-Toomey（1988）及 Hall（1976）对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在传播行为方面的区别进行了总结。

他们认为，高语境文化中的人们：（1）较少强调清晰直白的语言信息；（2）通过与语境线索传递重

要信息；（3）高度重视和谐；（4）更易于保持沉默和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5）更多地避免直接对

别人说“不”。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1）不强调情境；（2）通过清晰直白的语言来传递重要信

息；（3）高度重视对自我的表达、语言的流畅性和表达的说服力；（4）更易于自由而直接地表达观

点以说服别人接受他们的看法。 
这些研究表明，为了理解一个人的传播行为、或者说为了有效地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进行传播，我

们有必要首先对这个人的文化加以理解。换句话说，为了实现“跨文化真实”（transcultural realities）
2，人们不得不通过与一种单独的文化进行交流和对话、从而对其加以理解（Epstein，1995）。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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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真实”的能力与跨文化传播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相似，它要求具有

跨文化意识性（intercultural awareness）、跨文化敏觉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和跨文化熟练性

（intercultural adroitness）等能力（Chen，1989；Chen和Starosta，1996，1998b，1999，2000）。本文

意在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加以描述，从而帮助人们在和中国人进行交流时实现跨文化理解。虽然在

过去若干年中，学者们越来越地希望通过关注特定文化的文化特征研究来帮助人们更好地相互理解、

相互交流（Benedict，1946；Broome，1996；Condon，1984，1985；Kapp，1983；Stewart和Bennett，
1991），但是很少有人从传播的角度对中国的文化特征进行系统的探讨。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笔者以

文化特征为基础建立了一种和谐理论，可以用于理解中国人的传播行为。 
 

理论的本体论基础 
 

为了对中国人的传播加以理解，有必要对指导中国人信仰和行为的本体论假设进行认识。Cheng
（1987）和 Wilhelm（1979）认为，中国人将“变”视为宇宙唯一永恒的现象。“变”以相反相成的两

股力量——“阴”和“阳”为基础。“阴”代表着柔和、顺从或是屈服的态度；而“阳”代表着强硬或

者控制的态度。两种力量的交流产生了更多相反相背却又相辅相成的变化耦合，如虚和实、明和暗、动

和静、大和小、多和少、高和低、远和近、等等。因此，宇宙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永动无歇，潮涨潮

落，无有定则。为了成功地进行交流，人们必须把连续性带入变化的过程中，因为“当变化处于进行

中，事物会发生改变；通过改变可以实现连续；而通过连续可以实现持久。这是获得上天赐福和好运的

关键”（Chu，1974，p. 106）。 
基于“变”的概念，Chai 和 Chai（1969）总结了三条指导中国人传播行为的本体论假设。首先，宇

宙是一个极大的整体，包含天地四方、古往今来；但它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其基础没有固定的状

态。于是，人类传播也处在变化和转换的状态中。第二，宇宙的转变过程并不是一直向前的，而是处于

一种无穷的循环中。于是，人类传播也按照这种宇宙的循环而变，就像日夜更替、潮涨潮退（Liu，
1990，1992）。第三，宇宙的变化过程没有终结。于是，人类传播的过程也永远不会绝对停止或结束。

在这种变化的、无穷的和循环的传播过程中，人的地位至关重要。其过程显示了一种启蒙的精神，人类

借之在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网络体系中以一定的尊严和影响进行传播。在整个进程中，传播互动双方

无有意识地降低对方自尊之嫌，所形成的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的传播结果（Cheng，1987；Fang，
1981）。这些本体论假设为实现一个更具动态性、交互性和反应性的人类传播概念提供了基础。于是从

中国人的角度看，人类传播要求人们在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在交流活动的参与者之间发展

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因此，可以以假设的形式提出三条理论，从而对中国人的本体论思想加以总

结。这三条假设可作为基础定义和基础描述，从中发展或推衍出其他的理论原理和定律： 
假设 1：人类传播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转换的过程。 
假设 2：人类传播不断变化，所依据的是无穷无尽却有一定秩序的宇宙循环。 
假设 3：人类传播永远不会绝对完成或者说停止。 

  
和谐理论的构成 

 
Hawes（1975）认为，一种坚实的理论必须包括一种根本论述（primary statement）和一种作为从属

性阐述（secondary statement）的、可添加到根本论述上的定律。原理是指在通常意义下可视为正确的一

种根本论述。从原理出发，定律可以得以推断或者说衍生；定律也是概括性的、并且在经验上是正确有

效的。定律中的概念应该是可观察到的、可被定义的；如果有必要，可以从定律中得到一系列假说。换

句话说，假说是对预测的必要条件加以细化的一种论述，可以对之进行直接检验。下文中将列出这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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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从而对中国人传播活动的和谐理论加以构建。 
与西方相比，中国学者研究人类传播的方法有三方面不同（Chen，1993）。首先，中国人认为和谐

是人类传播的目的而非手段。于是人们认为冲突会在传播过程中对和谐产生危害。第二，许多西方学者

将人类传播视为传播者努力以自己的喜好来左右交流的过程，而中国人将传播视为传播者不断地使自己

做出调整和重新定位、从而相互依赖与互相合作的过程。第三，中国的研究方法显示，人类传播过程中

包含了道德诉求，引导着交流参与者之间的合作责任感；这不是依靠传播参与者的策略性话语或行为，

而是通过真诚展示相互之间全心全意的关切之情（Chen，1993）。这些明显的区别说明，和谐是中国文

化的核心价值，指导着中国人的传播行为。Legge（1955）指出，中国人认为，人类社会只能在和谐的

环境中得到滋养和繁荣。所以，对于变化的、循环的、永不停止的人类传播来说，和谐是中国人对之加

以约束的最重要因素。于是，中国人传播活动的终极目标是追求没有冲突的自由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Chen 和 Chung，1994）。因此，“实现人类关系之和谐状态的能力”成为评价一个人在中国人传播活

动中是否有能力的主要标准。换句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传播能力是一个人在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变化

的过程中、在传播参与者之间发展和维持和谐关系的能力（Chen，1993）。基于和谐的概念，可以获得

一个假设和一个原理： 
假设 4：中国人的传播意在实现人类关系的和谐状态。 
原理 1：在中国人的传播活动中，提高实现和谐的能力可以提高传播能力。 
为了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和谐或体现能力，中国人归纳出三类指导方针（Chen，1997；Chen 和

Chung，1997；Chen 和 Starosta，1997-8；Hwang，1987；Shenkar 和 Ronen，1987；Wu，1964；Yum，

1988）：（1）从内在的角度说，人们必须能够将三个原则加以内化——仁、义和礼；（2）从外在的角

度说，人们必须能够对三种因素加以适应——时、位和幾；（3）从策略的角度说，人们必须能够对三

种行为技巧加以发挥：关系、面子和权力。 
 

仁（Jen，humanism） 
仁是在两个人之间建立亲近联系的一种内心力量。Chen 和 Chung（1994）指出，自制和自律可以培

养和提升这种内心力量。通过仁，人们自然地向他人显示爱意、友情和关心。这是把所有人都视为兄弟

姐妹的中心。仁不仅有助于发展和维持自我，而且有助于发展和维持他人（Fung，1983）。因此，移情

是对他人显示爱心、实现“仁”的前提（Chang，1992；Chung，1992；Yum，1988）。运用于日常交流

中时，Chen（1987）总结说，仁要求约己、尽孝、爱人、尊老、敬业、并且有信。换句话说，仁是在交

流中显示爱意或善意的一种集体主义美德。不仅如此，为了实现人类传播的和谐状态，“仁”的行为必

须建立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只有通过相互依赖的过程才能充分发挥出“仁”的光芒。因此，和谐的理

想是通过互惠的原则得以维持的，这要求交流活动的参与者在传播过程中显示出相互间的责任感（Chen
和 Xiao，1993）。如果违反互惠原则——比如不能对好意加以回应，或是态度冷漠——往往导致中国人

传播活动中不合作的情况。 
原理 2：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仁”的程度越高，越容易实现和谐。 
原理 3：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善意的程度越高，越容易维持“仁”。 
定律 1：一个人的惠人之心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 2：一个人的移情能力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义（Yi，appropriateness） 

义，相当于“得体性”或“恰当性”之意，是传播行为的内在标准，规定了我们在社会交流中应该

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Chen 和 Chung，1994）。Chen（1987）指出，“义”对有人类传播三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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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在传播过程中指导了个人行为。第二，通过防止人们偏离社会规范而约束个人行为。第三，义

渗透了社会规范领域内的所有行为。也就是说，所有得体/恰当的行为都受到“义”原则的指导和约束。

这些作用显示，“义”的状态只能通过传播过程中的得体/恰当行为而获得。因此，得体性/恰当性就成

为检验个人行为是否符合“义”之要求的标准。同时，得体/恰当的行为也指向针对环境的灵活性和适应

性。换句话说，“义”的目的是：在面对时间、空间、人、环境等不同外在刺激时，通过采用最得体/恰
当的回应方式而实现人类交流的最佳结果（Chen，1987）。所以，在人类传播活动中，“义”中所包含

的以环境为导向的特性让我们的眼光超越个人利益，而从人类本性的原善（original goodness）出发，为

提高普遍之善（common good）做出贡献（Yum，1988）。总之，对于中国人来说，人类传播的和谐状

态离不开“义”（反映在得体/恰当的行为中）的指导，而得体/恰当的行为可以通过灵活性和适应性来

实现。 
原理 4：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义”的水平越高，实现和谐的可能性越大。 
原理 5：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得体性/恰当性的水平越高，维持“义”的可能性越大。 
定律 3：一个人的灵活性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 4：一个人的适应性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礼（Li，rite） 

礼，源于宗教仪式礼拜，此处以比喻方式展示人们之间动态联系的特殊人性化形式。而这种形式又

派生出一种人类行为，反过来将社会交流活动协调整合进入文明社会。因此，通过“礼”，我们意识到

礼仪和庆典是日常文明交流的一种显性的、强化的和细致的扩展（Fingarette，1972）。换言之，“礼”

象征着人类交流的正式性。中国文化不仅将这种正式性视为一种人类特性、一种语言特性，而且将之看

作一种道德和宗教的特性。在人类传播的过程中，“礼”还是社会环境中行为是否适当的准则和规定。

它是通过显示对社会规范的尊重从而实现理想和谐状态的一种外部手段。Yum（1988）指出，礼是“人

类行为的基本规范仪节”（p. 378）。礼在传播中遵循行为和语言的准则，从而与个人性格及社会责任

相联系。因此，个人应在社会交流中执礼而行，同时积极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的和谐等级秩序。 
这种正式性可以很容易地在中国人日常交流使用的敬语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老

师与学生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朋友之间有序、得体而恰当的行为中找到（Condon 和 Yousef，
1975；Chen 和 Starosta，1998a）。这还在中国人的“客气”中有所反映。“客气”不仅有“礼貌”之

意，还包含了一些个人态度，比如在人类传播过程中要恭敬、谦让、质朴、善解人意、周到而举止有礼

（Wei，1983）。因此，行为唐突、在公共场合不能控制情绪都是不礼貌的；不仅违背了和谐的原则，

而且由此产生的冒犯不容易被原谅（Eberhard，1971）。唐突行为较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人不太愿意

在社会交流中参与争论。中国人在受到质疑时，即使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也可能会保持安静，而不是进

行辩论，希望借此保住彼此的面子，维持双方关系的和谐（Chen 和 Xiao，1993）。Shenkar 和 Ronen
（1987）认为，这种社会生活的正式性是避免尴尬对立的一种方式，也是处理社会含糊情境、以集体导

向控制自我倾向的一种手段。 
原理 6：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合礼行为的增加会带来和谐性的增加。 
原理 7：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正式性程度越高，维持“礼”的可能性就越大。 
定律 5：一个人使用敬语的能力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 6：一个人应对等级社会关系的能力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 7：一个人越有礼貌，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 8：一个人控制情绪的能力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 9：一个人的攻击性越弱，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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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义”、“礼”这三个概念构成了中国人传播过程中交流活动参与者内心结构的基础，是

实现和谐和发挥传播能力的根本。个人必须将之加以内化，才能成为中国文化环境中的成功传播者。不

过，作为中国人传播活动的内在基础因素，“仁”、“义”和“礼”需与三个外在因素（即：“时”、

“位”和“幾”）相协调。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结合情况，将决定中国人传播活动能否在转变过程中

获得成功（Wu，1964）。 
 
时（Shih ，temporal contingencies） 

时，是指人类交流活动中的时间因素。对于通过传播过程而发展人类关系的循环过程，中国人用八

卦及二十四时来描述其中的八个阶段（Wilhelm，1979；Chen，1998）。“震” 1，凌晨四点半到七点

半，象征着与他人发展关系的兴起之力。“巽”2，上午七点半到十点半，象征着利用温和的渗透力量

而继续发展与他人的关系。“离” 3，中午的十点半到一点半，象征着交流活动参与者相互依附的愿

望。“坤”4，下午的一点半到四点半，象征着对相互关系的接受。“兑”5，下午的四点半到七点半，

象征着交流活动参与者之间发展的良好关系。“乾”6，晚上的七点半到十点半，象征着成功关系的升

华阶段。“坎”7，夜里的十点半到半夜一点半，象征着关系的恶化。最后，“艮”8，半夜一点半到凌

晨四点半，象征着在没有进一步努力的情况下保持不变或是对关系加以维持。对时机关系加以了解、在

人类交流的不同阶段进行得体/恰当的表现，这是“时”的作用。换句话说，要想对“时”加以认识，就

必须具有看清合适时机的能力，从而恰当地开始、维持和结束一次交流活动。“时”这一因素是恰当性

原则（包含在“义”中）的运用。在人类传播过程中，时机会发生变化；“时”说明了认清这种变化所

带来的影响的重要性。中国人认为，不能认识到交流中的时机之变，就会有碍于和谐的实现，并由此导

致传播的失败。 
原理 8：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时”之认识水平的增加可以带来和谐程度的增加。 
原理 9：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时间因素的认识程度越高，维持“时”的可能性就越大。 
定律 10：一个人越能清楚地知道行动的合适时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位（Wei ，spatial contingencies） 

位，是指人类交流活动中的空间因素，即人类交流活动的静态因素，包括社会背景和传播环境。

“位”像是承载“礼”的容器。换句话说，礼的运用会因社会背景和传播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对于中国

人来说，“位”很典型地反映在人类关系的等级结构中，即所谓的“五伦”9。五伦从传统上仔细规定

了君臣、父子、夫妻、长幼和朋友之间的关系（Lin，1988）。这种等级结构不仅保证了中国社会中的一

种不平等的互补关系，而且成为中国人进行传播活动的一种特殊背景。它将年龄、性别、角色/地位方面

的差别加以最大化，在交流参与者之间倡导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Condon，1977）。因此，对空间因素

                     
1
 译者注：震，八卦之一，代表“雷”。 

2
 译者注：巽，八卦之一，代表“风”。 

3
 译者注：离，八卦之一，代表“火”。 
4 译者注：坤，八卦之一，代表“地”。 
5  译者注：兑，八卦之一，代表“泽”。 
6
 译者注：乾，八卦之一，代表“天”。 

7
 译者注：坎，八卦之一，代表“水”。 

8
 译者注：艮，八卦之一，代表“山”。 

9  译者注：五伦是指五种人伦关系。古人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孟子.滕文公上》：

“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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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认识、在人类交流的不同环境中进行正确的表现是“位”的作用。换句话说，要想对“位”加以认

识，就必须具有认识/分清对象、事情和地点的能力，从而恰当地开始、维持和结束一次交流活动。与

“时”相似，“位”整合了恰当性原则，显示出空间因素对人类传播的影响。因此，“位”也是衡量中

国人传播活动之和谐程度和能力大小的一个标准。 
原理 10：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位”之认识水平的增加可以带来和谐程度的增加。 
原理 11：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空间因素的认识程度越高，维持“位”的可能性就越大。 
定律 11：一个人越能清楚地对传播环境加以认识，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 12：一个人越能清楚地对社会背景加以认识，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幾（Ji , the first imperceptible beginning of movement） 

幾，是苗头，是行为动作开始的微妙起点；对于进行中的交流活动，“幾”预示了结果可能性的轨

迹（Wilhelm，1990）。中国人认为，具有传播能力意味着一个人应该知道在交流中隐藏什么、明示什

么。这要求传播者具有一种敏觉力，从而在传播过程中的时空因素发生变化时以积极的态度理解和接受

潜在的差异，进而采取合适的行动（Chen 和 Starosta，1996）。因此，认识行为动作之发展轨迹的能力

对于人们在交流中实现和谐、获得完全安全的感觉是必不可少的条件（Chen，1993）。敏觉力或者说认

识“幾”的能力建立于真诚的基础上，通过对自己和对他人持有一种真挚坦诚之心，从而显示个人内在

的一致性。真挚坦诚之心不仅帮助人们认清行为动作之发展轨迹、知道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从

而与环境相应，而且将交流活动参与双方团结为一体（Wang，1989；Wu，1976）。所以，真诚是时、

位、幾的整合力量，是联系仁、义、礼的桥梁。 
原理 12：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幾”之认识水平的增加可以带来和谐程度的增加。 
原理 13：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交流结果的可能性轨迹的认识程度越高，维持“幾”的可能性越

大。 
定律 13：一个人越能清楚地认识到交流结果的可能性轨迹，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 14：一个人的敏觉力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 15：一个人越真诚，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仁、义、礼，是中国人传播活动的内在因素和横向因素；时、位、幾，是中国人传播活动的外在因

素和纵向因素。它们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环境网络。在这种环境网络中，中国人发展出各种

不同的策略性行为以应对日常交流。其中，三种占据核心位置而又相互依赖的能力/策略是“关系”、

“面子”和“权力”（Chang 和 Holt，1991；Chen，1997；Chiao，1988a；Chu，1991；Hwang，1987，
1988，1997-8；Jia，1997-8；Jocobs，1979；Ma，1992）。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和谐的实现最终要建

立这三个概念的运用上。 
 
关系（Guanxi , inter-relation） 

关系，是不同人/组织之间的联系。Jocobs（1979）发现，中国社会网络中至少存在 9 种基本的内在

联系，因地理、血缘、工作、学习、结义、姓氏、师生、经济、社会事务等共同背景而形成。Leung
（1988）指出，中国人更容易与陌生人发生冲突，而不是和自己的朋友。对于中国人来说，维持这些内

在联系对于践行“礼”的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将维持恰当的内在联系视为在日常交流活动中避

免严重冲突和尴尬境遇的一种途径。不仅如此，关系还可以作为在中国社会中解决纷争或是说服别人、

施加影响、进行控制的一种社会资源而加以运用（Chang和 Holt，1991；Chung，1991）。 
 Yum（1988）认为，因为中国人重视以“五伦”为基础的社会等级结构，所以 Jocobs 论述的那些特

定人类关系更易于在社会交流过程中得以发展。而且，这些特定关系受到一系列特殊的传播规则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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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约束，让人们在“对谁说”、“在哪儿说”、“什么时候说”和“如何说”方面心里有数（Chen
和 Chung，1997）。于是，中国人会在社会网络中清楚地分辨“陌生人”与“朋友”。中国人在和陌生

人或是一般认识的人打交道时，会感到比较拘谨；而与亲近的朋友在一起时更容易敞开心扉（Chen，
1995b）。于是，在社会交往中分辨等级关系的能力可以用来发展出一种更具支持力的传播氛围，并在

交流活动参与者之间维持更紧密的和谐关系。对特定关系的强调也使得“团体内”（in-group）和“团

体外”（out-group）成员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中国人不容易相信团体外成员。团体内成员之间的“我

们感”（we feeling）常常影响着中国人传播活动的结果（Gu，1992）。Pye（1982）指出，在社会、政

治或商务谈判中，任何个人欲求倾向都被视为团体等级与团体和谐的威胁或危害。 
因此，知道如何创造一种好的“关系”是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实现和谐和运用能力的前提。Shenkar

和 Ronen（1987）认为，在交流活动参与者之间保持频繁的联系、发展双向理解、赠送礼物或给于帮

助、建立个人信任和互惠关系是中国人创造良好关系的一些常见做法。 
原理 14：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关系”的提升可以带来“和谐”的发展进步。 
原理 15：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建立特定关系的程度越高，建立“关系”的可能性越大。 
定律 16：一个人越是清楚地知道如何与他人建立相互关系，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 17：一个人越是能够清楚地分辨“团体内”和“团体外”的成员，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

就越强。 
定律 18：一个人的“我们感”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面子（Mientz, face） 

面子，是指在交流活动中从他人的尊重里获得的声望、自信、或是脸面。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特定

社会角色可能有一种或多种；成功地扮演这些社会角色、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承认，可以为个人带来

社会地位和声望。而面子正表现了这种地位和声望（Chu，1988；Hu，1944）。在中国社会中，为了

维持一种和谐的氛围，有能力的传播者必须知道如何显示出对他人感受的尊重、或者说保住他人的面

子。在中国社会中，任何故意使他人丢面子的行为都不仅会使他人在情感上感到难受，还会使其个人

形象受损或受辱（Hwang，1987；Jin，1988）。因此，维持自己的和他人的面子意味着在关系网络中

维持彼此的友谊。比如说，中国人若在谈判过程中失去对面子问题的控制力，就将意味着失去讨价还

价的权力，任何建议都会被拒绝（Jia，1997-8）。 
保住彼此的面子很重要，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会有所谓“先礼后兵”——尤其是在不可避免的冲

突场合中。不仅如此，中国人为了保住面子常常借助中介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这种间接的传播模式使

得中国人在社会交流中追求一种顺畅的语言和非语言互动。面子问题还让中国人尽量避免直接对别人的

要求说“不”，尽量避免行为唐突——这些都被视为会有害于交流和关系的和谐氛围。于是，中国人会

用一切方法为他们的交流对象“争面子”或是“给对方面子”，以建立和谐的交流氛围（Chiao，
1981；Chu，1983）。一个人可以为他人争面子或是给他人的能力就成为衡量传播能力的一个标准

（Chen，1993）。 
Silin（1981）和 Pye（1982）认为，保住面子作为日常交流中的一种行为技能，中国人不仅常常借

之以管理现代社会组织，而且还利用它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尤其是运用于谈判。 
比如说，Shenkar 和 Ronen（1987）发现，中国人参加谈判时更喜欢在最后做出让步从而保住双方的

面子、维持和谐的关系。因此，面子问题成为中国人权力游戏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Wang，
1992）。 

从策略的角度说，寻找或创造机会向对方表达“人情”是中国为了“给对方面子”而最常使用的方

法（Hwang，1988）。通过这一过程，关系网络可得以逐步发展。不过，中国社会中，人情受到互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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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约束。Hwang（1988）指出，中国人施人以惠时（比如赠送礼物），常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希望得

到回报。如果没有回报，双方的面子都会受到影响，进而损害双方的关系而破坏和谐的氛围。如前所

述，互惠的原则要求人们在社会交流中显示相互间的责任。这种相互间的互惠责任关系会发展出一种

“欠”的感觉，让中国人总是准备着回报对自己有恩惠的人。因此，中国人在传播过程中往往有着一种

明显的矛盾或是焦虑，因为他们很难确定交流的对方会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境下、以什么方式对自己有

所回报（Hwang，1988）。基于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面子”、“关系”以及这两个概念之间相互依

赖的联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交流活动成功与否。 
原理 16：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面子”的增长可以带来“关系”的发展进步。 
原理 17：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面子”的增长可以带来“和谐”的发展进步。 
原理 18：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他人越尊重，维护“面子”的可能性越大。 
原理 19：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对他人的人情越重，维护“面子”的可能性越大。 
定律 19：一个人越是清楚地知道如何为他人长面子，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 20：一个人越是有办法帮助他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 21： 一个人“受惠于人”的感觉越强，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权力（Quanli, Power） 

权力是指为他人所重视的对资源的控制力。权力是为一个社会的成员们所认同的。在该社会中，

成员们相信他们应当听从某些特殊成员的指挥、需要寻求其欢心和支持，（Conrad，1994）。一个人

所运用的权力往往会在社会交往中维持着交流参与者的行动和反应（Folger，Poole 和 Strutman，
1993）。在中国社会中，权力的基础有两种来源：“关系”和社会网络的等级结构。 

Conrad（1994）指出，相互之间拥有良好关系的人们更易于遵从彼此的愿望或要求，更容易相互

视对方为更熟悉、更值得信任、更有力量者。此外，如前所述，“关系”不仅能够用以避免冲突和尴

尬，还可以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而在中国传播活动中创造影响力和控制力。Chiao（1988a）指出，“关

系”已经深入中国人生活的每个方面。比如，“关系”会帮助人们获得他们想在婚丧、工作、住房、

医疗、娱乐及其他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活动中获得的东西。 
中国社会的“五伦”指示了人类关系的一种等级和特定结构。就 Chen（1997）看来，这种社会网

络的特殊结构将“权力”归于一个人所拥有的资历和权威。在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社会中，资历是权

力和知识之所在。在中国社会中，老者继续享受着较高的地位和尊重；不仅在家庭中是这样，在社会

环境和工作环境中也是这样（Bond 和 Hwang，1986；Carmichael，1991）。此外，在社会交流活动

中，拥有较高资历者还在提出想法/做出决定方面享受着相对较多的自由。比如 Chung（1996）指出，

老者们在冲突的解决和协商方面拥有很多特权，他们的资历被视同于可信度，可以决定在交流活动中

是采用合作的态度还是竞争的态度；而这也常常带来社会关系中的变化，包括对交流过程的控制和对

他人影响的接受（Griffin，1967；Nadle，Nadler和 Broome，1985）。 
特定关系的等级结构还赋予君王、父亲、丈夫、兄长和其他拥有权威的较高地位者以（针对他人

的）更多的权力/控制力。因此当我们发现，在中国传播活动过程中需要做出最后决定时权威往往会压

过知识和技术，也就不足为怪了。比如说，Cai 和 Gonzalez（1997-8）发现，在中国的三峡项目中，虽

然知识和技术可以成为说服反对者的有力工具，但是最终还是由政治领导人拍板。从文化上说，政治

领导人才被真正视为决策者和解决问题者。换言之，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在特定关系结构中享有更高

地位的人在问题/冲突解决的过程中被看作更有见识。因此，表现为资历和权威的“权力”，和“关

系”、“面子”一道，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强化了和谐的最终目标。 
原理 20：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权力的适当运用可以带来“和谐”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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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21：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关系”的加强可以带来“权力”的增强。 
原理 22：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资历”的增长可以带来“权力”的增强。 
原理 23：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权威”的提升可以带来“权力”的增强。 
定律 22：一个人的资历越深，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定律 23：一个人的权威越重，在中国人传播活动中的能力就越强。 
总而言之，“和谐”是中国传播之轴，由九辐相持：仁、义、礼、时、位、幾、关系、面子和权

力。这些概念的功能作用和相互联系构成了理想中国人传播活动的整体系统。它们之间的互动整合使得

不断变化的中国人传播过程具有连续性。基于这一理论我们认识到，对于中国人来说，和谐是一种平衡

的状态，代表着实现了有能力的传播活动，并由之达到人类传播的四个终极目标：安全感、团结感、交

流愉悦感和从交流中获益之感（Chen，1993；Hsu，1987）。 
 

讨论和总结 
 

 本文提出的理论是首次尝试在和谐概念的基础上对中国传播的普遍理论加以正式论述。作为中国

文化的核心概念，“和谐”是中国人在人类交流过程中追求的终极目标。“和谐”也是中国社会衡量

传播能力的主要标准。和谐原则受到中国文化中三种整体性本体假设（包括“变化”、“有序循环”

和“不断运动”）的约束。和谐的实现，要求人们：将“仁”、“义”和“礼”三个原则加以内化；

能够对“时”、“位”和“幾”三种因素加以适应；对“关系”、“面子”和“权力”加以适当运用。

共有 4 个命题、23 条原理和 23 条定律在文中得以总结。前三个假设叙述了中国文化的本体论基础，它

们引出第四个假设，特别指出和谐是中国人传播行为的基础。除了第一条原理（指出和谐与能力之间的

关系，从而成为其他原理/定律的基础）之外，所有原理都是从中国社会普遍范畴出发进行根本论述

（primary statements），指出和谐与上述九个概念间的积极关系。除了定律 9 之外，所有定律都是从中

国社会普遍范畴出发、具有经验有效性的附属性阐述（secondary statement），指出传播能力与一些概念

（从上述九个概念中发展或推衍而来）之间的积极关系。为了对概念间的关系进行直接的检测、从而理

解中国人的传播活动，未来的研究可以从间接来自这些原理或是直接来自这些定律的一系列假说开始

（Hawes，1975）。 
 本文所建立的和谐理论设定了一种完整的方法，中国人借之将连续性带入永不停止的人类传播变化

过程。中国人传播活动的这种和谐视角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文化将效率或者说目标的实现看作衡量传

播能力的主要因素，而中国人更多地强调通过恰当的做法和互惠的方式实现和谐（Chen 和 Starosta，
1996）。本文的理论不仅反映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潜在问题，而且为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播、从而

在与中国人进行交流时实现跨文化理解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不过，本文建立的理论不应该给读者们留下“文化和传播是一种线性过程”的印象。文化的动态

性与复杂性本质告诉我们，人类传播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要的文化价值会被有意

识或无意识地用作一种工具，从而或明或暗地塑造其他核心价值。比如说，权力在社会和政治混乱时

会被滥用，产生出消极的力量，对和谐的道德要求形成极大的挑战（Chen 和 Starosta，1997-8）。

Powers（1997-8）对中国十年动乱期间冲突类型和管理策略的研究生动地说明了人们的行为如何偏离

了中国传播的道德准则。Chen（1997）的研究同样反映了这样的现象：建立在资历基础上的由文化赋

予的权威，可以在决策过程中被用于为个人谋利。 
 此外，等级关系和特定关系结构使得中国人对自己团体以外的人发展出一套非常不同的态度和行

为。换句话说，在中国人的传播过程中，不遵守“仁”“义”“礼”原则的现象并不鲜见。比如，为

了与团体外成员竞争稀缺资源，面子常常就顾不上了。中国文学中很多地方写到，一些人为了在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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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中实现个人目的而运用承诺取得之策略（compliance-gaining strategy）。这说明了中国传播的另一

个方面，此时“和谐”并没有能在规范中国人的行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Chen，1995c；Chen 和

Zhong，1996；Chiao，1988b，1989；Chu，1991；Cleary，1988；Li，Yang 和 Tang，1989，Senger，
1988；Wang，1976）。这种矛盾现象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

的传播行为。 
 最后，中国人的传播活动还有一个方面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深入探讨。若中

国人在控制自身命运时感到无力，他们很容易在传播过程中采用一种宿命的态度和做法。“命”和

“运”代表了中国人性格的这一方面（Chen，1996；Chen 和 Starosta，1997-8）。在这种情况下，对

于中国人来说，是否与他人发生联系/是否要置身于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就由一个人的“命”来决定。

比如说，在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要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他们就会将之视为“有

缘”。相反，如果他们不能在一起，他们就会将之视为“无缘”。“命”和“运”一直对中国社会中

“关系”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Chang 和 Holt，1993；Wen，1988）。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一

定可以为理解中国人的传播行为做出贡献。 
 
* The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V. H. Milhouse, M. K. Asante, and P. O. Nwosu (Eds.), 
Transcultural realitie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pp. 55-70). Thousand Oaks, 
CA: Sage.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Sage. 
* 本文最初发表于 V. H. Milhouse, M. K. Asante, and P. O. Nwosu (Eds.), Transcultural realitie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ross-cultural relations（《跨文化真实：从跨学科的视角看待跨文化关

系》）(pp. 55-70)。Thousand Oaks, CA: Sage. 重刊已获 Sage 同意。 
 

本文英文原发表于[China Media Research. 2008; 4(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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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Tran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 Harmony Theor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Guo-Ming Chen,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Translator: J. Z. Edmondson,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chapter developed a general theor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rmony. 
Based on the nine concepts, including jen (humanity), yi (appropriateness), li (rites), shi (temporal contingencies), 
wei (spatial contingencies), ji (the first imperceptible beginning of movement), guanxi (inter-relation), mientz (face), 
and power, a total of four propositions, 23 axioms and 23 theorems were generated. The function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of these concepts form a holistic system that brings continuity into the endless transforming proces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theory will serve as a mirror reflecting potential problems occurring i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provide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reaching transcultural understanding while interacting 
with Chinese. [China Media Report Overseas. 2009; 5(2): 93-106] 
 
Keyword: Chinese communication, jen, yei, li, shi, wei, ji, guangxi, mientz,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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